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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存在于 1928至 1931年间的台湾共产党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和中国革命相接轨
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首次的政治集结。虽然台共史可供讨论的议题甚多，但台湾岛
内历史学界关注最多的却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并将台共党内斗争简化成岛外左
倾路线尤其是中共左倾路线及其台湾代理人造成的后果。本文则认为日共是左倾路线传入岛内
的关键源头，而且岛外左倾路线除了影响台共，更意外使 1927 年后出现左右分化的岛内各抗日团
体也向左倾斜或更倾斜，进而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台共感到竞争压力。由于党内成员无法就回应竞
争压力的问题形成一致的态度，遂诱发党内冲突并埋下台共瓦解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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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台湾共产党在 1930—1931年间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是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史的重大问题，
而既有研究［1］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大致着眼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解释认为 1928 年共产国
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国际六大”) 开始的左倾路线经由中共左倾路线( 特别是 1930年“立
三路线”) 的媒介而影响到台共党内，进而分化出以翁泽生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和谢雪红为代表的
保守稳健派，于是爆发党内斗争。由于当时的左倾路线在日后被评价为错误路线，因此谢雪红往往
被赋予较正面的评价。微观解释则暗示党内斗争源自翁泽生对谢雪红的“夺权阴谋”或“挟怨报
复”，进而结合宏观视角而推导出“翁泽生对谢雪红”等于“外来势力对本土路线”等于“中共对日
共”等于“亲华对亲日”等于“左倾过激对保守稳健”等于“错误对正确”的一系列二元对立。［2］
无论是宏观解释还是微观解释，都预设台共岛内机关因为 1920年代末期不断升级的岛内政治
高压而面临发展困境，而且预设当时只有领导岛内机关的谢雪红客观认识困境的存在并制定了适
当的运动方针。这样的预设也往往为台湾的分离主义论者所支持。因为，如果不预设政治高压起
到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衬托左倾路线和岛外翁泽生的冒进，也不能将谢雪红塑造为坚持某种“自
主”立场的人物，也就不能通过“贬翁”“褒谢”来“以古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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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督府当局的政治高压无可辩驳，但岛内抗日运动在 1927年后特殊的左右分化格局也是
影响台共分裂的困境之一。困境和困境层层叠加，构成了台共面临的特殊的重层困境。本文将指
出:在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以及日本社会运动共同形成的左翼革命氛围中，一些被岛内左派视为右
派的力量( 比如台湾民众党) 也在左派之外出现左倾，进而让台共感受到竞争压力。于是岛内的左
右对立也同时表现为“这种左派”与“那种左派”争夺抗日运动领导权的竞争。竞争压力不但是左
倾路线和翁泽生从岛外发动干预时依托的客观依据，也是谢雪红遭党员指责作为有限进而引发不
满的主要原因。当岛外的路线干预和岛内的党员不满相结合，就在 1930 年底转为激化的党内斗
争，并以组织分裂作为台共的最终姿态。为了证明上述论点，《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
台以后的治安状况( 中卷) ·台湾社会运动史》( 以下简称《台湾社会运动史》) 、日本外务省秘藏的
台共建党档案，以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档案馆所藏的共产国际台湾档案( 部分尚未公开出版) ，将会
是本文着重采用的史料。
二、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裂和台共“1928年纲领”的统一战线论
1920年代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裂始于 1927年，一方面是左倾化的台湾文化协会( 下文简称
“文协”) ，另一方面则是旧文协中派和右派组成的台湾民众党。为了团结力量，左右两派首先采取
的态度是尽可能重新合作，并在 1928年 2月 1日召开“反对压制政治协议会”。［3］然而，左右派无法
就联合方式达成共识，会议于是流产。［4］
也许因为当时的台湾抗日运动圈普遍希望左右重新统一，因此 1928 年 4 月 15 日建党于上海
的台湾共产党也在第一份纲领即“1928年纲领”突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援引当时已为中共放弃
的“国民革命”口号来描述台湾的革命性质。纲领一方面探讨岛内既存的抗日团体能否利用，另一
方面则评估有无必要成立新的群众组织。在“既存”与“另建”两种打算中，“1928 年纲领”分别从
三个方面展开台共的统一战线论。
首先是台共对于台湾民众党所应采取的态度。“1928年纲领”将台湾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反动与
进步两种，并将民众党视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纲领认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愿意反对日本垄断资
本，也有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至今仍怀有革命性倾向”。［5］此番见解基本符合国际六大前的统一战
线观点。一篇收藏在共产国际台湾档案的文稿《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就曾肯定台湾资产
阶级有相当部分确实参与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 the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bourgeoisie can take part
in this movement，and，in fact，take part．) ，并主张应该要通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来组织他们。［6］
其次是工会战术。台湾岛内最早成立的全岛性工会组织是民众党领导的台湾工友总联盟
( 1928年 2月创立) 。为了对抗民众党，连温卿要求文协尽速成立左派领导的全岛性台湾总工会，
进而造成左翼总工会与右翼总工会( 即台湾工友总联盟) 相对立的局面。［7］虽然“1928 年纲领”不
反对左派组成总工会，却更强调“左右翼工会的统一”，［8］显然希望争取台湾工友总联盟及其影响
的工人。基于这样的目标，“1928年纲领”反对人为制造不同工会间的左右对立，并批评连温卿的
主张延续了日共领导人福本和夫( 1894—1983) 反对统一战线、迷信理论斗争、宗派主义浓厚的政
治路线，即当时所称的“福本主义”。由于强调优先组织左派工会的连温卿几乎翻版这种路线，因
此，他也被纲领视为福本主义者。［9］———不过，“1928年纲领”并没有将连温卿当成敌人。［10］
也许因为“1928年纲领”强调“左右翼工会的统一”，因此同年 6月召开的台湾总工会筹备会议
出现反对组织台湾总工会的声音。这些反对者主张成立以左右派工会的联合为目标的“全岛劳动
运动统一同盟”，并获大会通过。［11］
最后是大众党战术。大众党是日本传到台湾的词汇，指的是预设自身作为跨阶级统一战线
( 当时日本称为“共同战线”) 的合法左翼政党，也就是当时日本所称的“无产政党”。192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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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先后出现许多自诩大众党的无产政党。其中，劳动农民党( 1926—1928) 由当时仍是地下党
的日本共产党所秘密领导，进而形成了工人党 ( 日共) 与大众党 ( 劳动农民党) 两党相搭配的局
面。［12］当时领导日共的市川正一( 1892—1945) 将这种局面称为“两党论”。［13］一定程度上，大革命
时期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两党论，只不过日共和劳动农民党之间的“地下党指导公开党”
的关系不存在于国共之间。
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秘密结社台湾共产党检举之概要》( 1928 年 5 月 26 日) 所收录的
《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记录》，大众党战术是台共“一大”争论最多的问题。大会纪录显示与会代表
提出 A、B 两种提案。A 案主张以“文协、左派工会农会及右派的进步分子”组织大众党; B 案则是
既赞同 A案但又认为要透过“工会、文协、农民组合的进步分子”来组织。两案差异虽然不大，A案
却突出了争取“右派的进步分子”的可能性。然而“右派的进步分子”的具体所指为何? 依据《台湾
社会运动史》所提供的分析，A案所说的“右派的进步分子”应该就是指台湾民众党。［14］
大众党战术是指导会议的中共中央代表———化名为“彭荣”的任弼时( 1904—1950) ———参与
最深的议题。［15］根据《秘密结社台湾共产党检举之概要》，任弼时对于“1928 年纲领”的意见不多，
但对大众党战术是少数的例外，他提出了折衷两案的“〔中共〕中央案”，也就是《台湾社会运动史》
所说的“以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为中心，将积极分子揪合于文化协会，经一定时期后将文化协会改
组为大众党”。“中央案”最终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而通过，并在《组织大纲议决案》《政治大纲草
案》，以及《妇女问题议决案》分别提出落实大众党战术的细则。［16］
总的来说，“1928年纲领”的统一战线论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 1) 以文协为基础组建大众党，
( 2) 协调民众党，以及( 3) 联合左右派工会。这三方面的设想可说将当时所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
性都囊括于内，不可说不细致。讽刺的是，1928 年 7 至 9 月的国际六大新路线却让上述设想转眼
成为过往云烟。
三、日共和林木顺对“1928年纲领”统一战线论的批判
国际六大的新路线源于 1927年前后分别在欧亚两端出现的革命挫败。由于挫败被归因于先
前实施的各种统一战线战术，因此国际六大开始强调全球共产党不但不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还要
打击同样也有工人阶级基础的社民党。此外，国际六大还判断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行将崩溃的
“第三时期”，各国党必须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紧握领导权，因此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立刻放
弃形形色色的两党论，以避免产生任何可能同社民党混同的政党从而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领
导。［17］自此之后，原来被视为工人阶级左翼的社民党开始被当成资产阶级左翼，共产国际也从统一
战线时期进入了所谓“( 工人) 阶级对( 资产) 阶级”的左倾时代。
既有研究往往把 1930年 6月到 9月中共左倾的“立三路线”视为国际六大左倾路线延伸到台
湾的桥梁，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日本共产党才是最早把左倾路线引向台湾的媒介。本来日共在国际
六大之前规划在劳动农民党的掩护下参与 1928 年 2 月日本首次举行的男性普选。但因劳动农民
党在“3·15”事件( 日本警特针对日共成员的大检举) 之后遭到强行解散，劫后余生的日共便产生
是否重建劳动农民党的讨论。但因国际六大强烈批判两党论，加上与日共渐行渐远的山川均及其
“劳农派”另外组建合法倾向更重之“无产大众党”( 这是日本第一个把“大众党”写入党名的大众
党) ，日共便立刻放弃两党论并要求党通过非合法斗争而直接面对“大众”和争取“大众”。［18］如此
一来，各种企图重建合法大众党的派系开始被日共蔑称为“左翼”或“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并
将彼此间的关系上升为敌我矛盾。比如，劳农派就成为了日共遵循国际六大的新路线而决意打击
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国际六大左倾路线的延伸线上，日共开始批判台共。首先，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在 19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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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撰写的《台湾的党组织活动方针及其组织状态》指责台共纵容各种群众组织把大众党战术当
成热议的未来目标，并指出大众党战术很可能误导群众投向民众党的怀抱。［19］其次，日共中央在
1928年 11月和 1929年 2月先后发出两份指令，要求谢雪红领导的台共岛内机关立刻放弃“联合
左右派工会”的方针。［20］
通过以上批判，台共“1928年纲领”围绕着大众党、工会，以及民众党而构筑的统一战线论遭到
日共中央毫不留情的全面否定。虽然日共中央对台共的批判几乎为既有研究所淡化或忽略，但日
共中央所指出的缺点实际上就是谢雪红在后续的台共党内斗争遭到批判的理由。就此而言，把台
共党内斗争归因于中共左倾错误显然容易忽略日共中央与台共党内斗争的因果关系。
台共建党之后在上海和东京之间进行交通的林木顺可能是最早感知到日共中央批判态度的党
员。林木顺在 1928年 11月 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内部报告《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直言
批判民众党“公然反对阶级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更密切地妥协起来”，并指责“台湾资
产阶级不但不能领导革命，并且渐次的起来开始反革命的工作了”。［21］然而，当时的林木顺显然还
不知道日共中央也反对台共的工会战术和大众党战术，因此他的报告不但继续强调“统一工会”
( 统一左右派工会) ，也再次申明大众党战术的目标———“以工农为中心去吸收革命的贫苦劳动群
众( трудящиеся массы) 结成一大反抗势力的革命同盟。目前须利用‘文协’以工农为中心去组织
各阶级的政治联盟群众党，变为共产党公然的活动舞台。”［22］
实际上，最终向台共岛内机关贯彻日共中央指令的就是林木顺。由于谢雪红认为碍难依照
1929年日共中央 2月指令推动新的工会战术，［23］林木顺便于同年 3月及 4月依据该指令而在日共
主办的《马克思主义》( マルクス主义) 杂志发表两篇论文，公开批判台共岛内机关: ( 一) 不能盲目
指望左右派的工会统一起来; ( 二) 必须批判最早提出左派总工会口号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连
温卿，并把这个口号夺到台共手中; ( 三 ) 必须批判当时领导着右派总工会———台湾工友总联
盟———的蒋渭水和台湾民众党领导，并将他们视为没有调和余地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24］
从后见之明来说，林木顺聚焦的工会战术乃是共产国际直到 1931年台共瓦解之际都仍然关心
的问题。［25］因此林木顺从工会战术发难也符合国际优先关注工人运动的立场。但无论是“左右派
工会的统一”还是“优先组织左派总工会”，其实都未能在台共瓦解前实现，因此终究是纸上谈兵。
尽管是纸上谈兵，林木顺却通过公开批判而传达日共中央的观点，并让台共党员知道谢雪红领
导的岛内机关“犯了错误”与“错在何处”。因此，当翁泽生在 1930—1931 年间成为批判谢雪红的
主将，林木顺的公开批判就成为他回溯自身立场的原点，并批判岛内机关长达一年无视林木顺的批
判( “more than one year later，no solution was made of this question by the opportunist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Formosan Party．”) 。［26］因为，对他而言的谢雪红批判并非始于 1930—1931 年，而是始于 1928
年底至 1929年初发动批判的日共和林木顺。这才是当时台共党员所看见的台共党内斗争的起点。
由于林木顺实际上是发动台共党内斗争的第一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以陈芳明为代表的研究
者努力淡化林木顺对谢雪红的批判———因为只有淡化了林木顺批判谢雪红的事实，才能突出翁泽
生接着展开的批判。陈芳明《谢雪红评传》把林木顺在日共《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误读成林木顺不再坚持优先结成左派总工会，并认为林木顺的不再坚持说明了他“尊重”岛内“中
央”的“权威”。［27］这样的误读显然不能解释林木顺的同一篇文章为何以严厉口吻批判岛内台共机
关“隐匿自己的错误而在大众面前虚张声势”。实际上，当时的林木顺认为指令必须来自日共中央
而非岛内机关，即林木顺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所说的“台湾中央设一个秘书局，以负领导党的平常
活动。重要的政治问题，由东京的中央代表和日本中央解决。听从东京的命令”。［28］如果不能理解
这样的领导关系，就无法解释林木顺为何曾以“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向岛内发出《农民问
题对策》之指令( 1928年 10月) ，而这样的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从“尊重”岛内机关意见加以解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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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左倾路线和台湾民众党的左倾
就在林木顺要求台共岛内机关向左倾斜的 1929年，民众党也发生了既有研究鲜少深描的左倾
化。既有研究往往预设“国际－中共－台共”因为层层隶属的指导关系而使顶层的路线偏差自然流
溢到基层。因此国际六大后的左倾路线经常被视为台共爆发党内斗争的远因，而中共随后的左倾
路线则被看作台共党内斗争的近因。尽管这种解释被广为接受，实际上等于将共产国际的影响缩
限在支部、支部的支部，以及无尽的组织延长线上解释，因而无法看到共产国际对共产党外的左翼
的影响。———就此而言，台湾民众党的日渐左倾和台共为此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恰好能对此种解释
提出反例。
众所周知，民众党是 1927年文协左右分裂之后蒋渭水率领文协中派和右派成立的组织，并以
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左派作为模仿对象。但由于日本各种( 非日共的) 党外
左派也自主组起各种大众党并活跃于日本政坛，便促使民众党在模仿国民党之外也模仿日本左派。
于是，1929年底的民众党“三大”秘密颁布大会宣言( 写于同年 10月 17日) ，宣示民众党应“成为代
表台湾民众利益的大众政党”，并将大众党的方向视为“本党唯一的希望”。［30］
在 1929年决定让民众党模仿日本左派并不是容易的选择。首先，同年初的“2·12 事件”逮捕
了以农民组合为主的许多左翼分子，随后日本本土发生的“4·16 事件”进一步检举了日本共产党
的许多重要干部，连带导致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整体入狱。［31］由于日本当局强行检肃各种左派特别
是日共，因此共产国际从林日高、潘钦信、陈德兴、翁泽生等台共党员那里获得的报告无一例外强调
1928—1929 年间的岛内阶级斗争形势因为严重镇压 ( heavy suppression ) 而停滞 ( standstill /
Застой) 、停止( suspended / замерла) 、低潮( depressing) 、被吓倒( запугано) 等，而且台共岛内机关
的许多工作也因此解消( many works were liquidated) 。［32］———正因如此，作为合法政党的民众党在
低迷的政治气氛中向左靠拢不但是艰难的选择，也向非合法的台共挑战其左翼运动领导权。
1930年，民众党内右派和领导党左倾的蒋渭水决裂，脱党另组右倾保守路线的“台湾地方自治
联盟”。［33］民众党内部发生的左右分裂正是民众党日渐左倾的后果和明证。1930 年 7 月，蒋渭水
在《十年后的解放运动－希望与展望－》公开发表左倾言论，强调“是要走非群众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走群众性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将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分歧点”，而他支持后者。［34］蒋渭水弥留
之际( 1931年 8月) 的遗言更是激进:“台湾社会运动确已进入第三期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眼
前，凡吾青年同志务要极力奋斗，而旧同志需加倍团结，积极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
啊!”［35］
当蒋渭水将布哈林为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写入自己的遗言，便可清楚看见他从党
外左派的立场自主呼应国际六大路线，也可想见“第三时期”理论如何因为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
济恐慌而使党外左派自愿追随。蒋渭水和民众党的左倾历程表明:只要同样感染到革命形势和经
济恐慌共同塑造的紧迫氛围，共产党以外的组织也可能左倾而变成党外左派。如果一定要说国际
六大的左倾路线影响了台湾共产党，则台共绝对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抗日组织。
然而，当左倾不再是台共的专利，台共就必然从党外左派感受到竞争压力，也必须解除竞争压
力。为了解除党外左派的竞争压力，台共曾先后获得三次代表性的经验。( 1) 第一次经验来自农
民组合。台共岛内机关在农民组合内部成立党所领导的小团体，进而使农民组合得到党的实质吸
收;然而这个小团体对党的存在秘而不宣，因而参与这个小团体也不等于参加党。［36］( 2) 第二次经
验则来自文协。岛内机关基于日共中央和林木顺的指示，区别对待连温卿和他所领导的文协，并通
过文协内部的台共党团而在 1929年底的文协“三大”上公开驱逐连温卿势力，使文协成为台共秘
密领导的群众团体。［37］不过，台共对文协的领导只能算是形式吸收。首先，台共原封不动照搬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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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六大左倾路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设想，因而把原本要团结的连温卿当成敌人赶了出去。其
次，“三大”意外出现改造文协成为大众党的提案而且台共党团完全无法阻止其通过，因此文协仍
然保留了台共无法控制的空白。这样的空白无疑有利于文协继续沿着大众党的方向发展，进而对
台共持续释放竞争压力。［38］之所以台共在 1930—1931年间向公众抛出著名的“文协解消论”，就是
为了弥补文协经验的漏洞而提出的补强方案。( 3) 第三次经验则来自 1930—1931 年间展现出党
外左派姿态的民众党，也就是反对谢雪红的党员主张以全面批判民众党的方式解消台共受到的竞
争压力。讽刺的是，台共并未因为批判民众党而真正损及民众党———此即 1930—1931 年间首先伤
到台共自己的党内斗争。
五、1930—1931年的台共党内斗争
1930—1931年是台共的民众党批判和党内斗争同时白热化的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1929年日共中央在“4·16 事件”后的全面失联。［39］台共岛内机关为了寻找上
级党组织而派党员林日高前往上海，并于 1930年 5月与翁泽生会面。［40］此后陆续有台共党员潘钦
信、陈德兴前往上海与翁泽生碰头，并向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多份关于台湾局势和台共状
况的报告。这些报告不但提出了改革岛内机关的各种意见，指出民众党的敌对性，还将谢雪红称为
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并加以批评。［41］
在第一阶段，日共中央和林木顺对台共的批评基本上获得翁泽生等人的完全挪用。［42］不过此
时更突出的重点是将民众党视为最大的竞争压力来源，并批判谢雪红领导的岛内机关因为缺乏竞
争意识而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真正攻击到民众党之前，攻击先落到了谢雪红身上。
本来“1928年纲领”将民众党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动力。当民
众党开始被视为敌人，就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叛变”的看法( 代表性文献即翁泽生在林日高抵沪前
公开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 。［43］与林日高会面之后，翁泽生一度将民众党从民族
资产阶级的“政党”( party / партией) 重新定义为地主、资本家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集团”( bloc /
блок) ，［44］甚至强调民众党和亲日仕绅组织“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仍然保留合作关系。［45］但总体而
言，“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仍是台共批判民众党的主要论据。
不管以怎样的论据批判民众党，台共自诞生至瓦解任何个人或派别都未曾改变“1928 年纲领”
将台湾革命性质规定为民主主义革命，并将社会性质规定为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也就
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绝非台共首要目标。但由于“1928 年纲领”不能为台共提供反对民众党的根
据，因此还是有提出新纲领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谢雪红的党员后来先后在上海和岛内提出
的“1930年纲领草案”和“1931 年纲领”成为了台共反对民众党 ( 以及谢雪红) 的后果，而非开
端。［46］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局在 1930年 10月 20日所收到的台共活动报告是最后一次将“大众党”译
为“mass party /массовой партии”的文件。［47］此后远东局收到的所有报告都以大写的“Mass Party”
对译此前曾译为“People's Party / 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的民众党。［48］显然，困扰台共的大众党问题已
经溶解在更让台共困扰的民众党问题之内。民众党造成的竞争压力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始于同年 10月 27日及其后的三件大事: ( 1) 27日凌晨，岛内雾社地区爆发以赛德克
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起义; ( 2) 同日当晚，谢雪红领导台共岛内机关召开了“松山会议”; ( 3) 雾社事
件发生后，甫从苏联返国纠正“立三左倾路线”( 1930 年 6 月至 9 月) 的瞿秋白在上海会见了翁泽
生、潘钦信和陈德兴，提出了改革台共的基本方针。［49］
松山会议本为改造台共工作方式而召开，但同时爆发的雾社事件却马上检验了松山会议的局
限:一方面，台湾民众党乃至右派所组成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都在事件发生后公开谴责镇压，甚
·97·
邱士杰:试论 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化
至岛外的中共和日共也对起义表达了支持。［50］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松山会议振作起来的台共岛内
机关却对此悄无声息，完全陷入被动。可以说，民众党造成的竞争压力因为雾社事件而在第二阶段
展现出新形态。
虽然曾有岛内党员在雾社事件后主张党应该发表声明，领导工农和劳动群众支持起义，并向群
众说明党的见解，谢雪红却认为这是待在大陆而且不了解岛内情势的人才会提出的看法，并担心发
表声明之类的举动会惹来逮捕。［51］由于翁泽生曾收到以台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声援雾社起义并落款
为 1930年 11月 21日的声明草稿，［52］因此这封草稿很可能并不来自谢雪红，而是来自希望公开声
援雾社起义的其他党员。就此而言，雾社事件暴露出台共部分成员相对重视民众党形成的竞争压
力，而谢雪红为代表的成员则更重视岛内白色恐怖，于是态度无法取得一致。
无法一致的态度因为瞿秋白与台共党员的会面而意外转化为台共分裂的契机。瞿秋白指出台
共岛内机关的实践状态显示其并非真正的党，指出台共应继续作为日共民族支部，中共只能给予台
共非书面的口头建议而非指示( oral〔not written〕advice〔not instruction〕) ，更指出台共必须以征得
国际允许(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mintern) 为前提改选新的中央委员会，进而消除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53］虽然瞿秋白一切建议都以台共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为前提，但瞿秋白点出的各种问
题却成为反对谢雪红的突破口，于是党员间的不一致将在第三阶段转化为党的分裂。———这也显
示瞿秋白并未完全将“立三路线”作为左倾错误而加以纠正，因而无法在台共的场合预防左倾路线
的发生。
第三阶段始于同年 12月底。由于返台传达指示的陈德兴无法说服谢雪红按照上海的意见改
造台共，反对谢雪红的台共党员就在未获共产国际同意的前提下自行成立所谓“改革同盟”甚至开
除谢雪红党籍，台共正式分裂。［54］狭义的台共党内斗争由此开始。翁泽生也在此时正式为远东局
撰写大量关于台湾局势的报告，直到 1931年 6月。———那时的台共已经因为警特的搜捕而进入瓦
解阶段。
除了积极介入“改革同盟”所激化的党内斗争之外，批判民众党仍是翁泽生此时的报告重点。
翁泽生的批判包含了几个重大主题: ( 1) “民众党的左倾趋向”( the Formosan Mass Party is declaring
a“transformation”towards“leftist tendency”) 。他特别批判了民众党几次修订的左倾纲领或战术，
并视之为骗人的招数。( 2) 1931年民众党遭日本当局强制解散后的走向。他认为民众党断不可能
重新组党，因为他们不敢再对抗殖民政权。此外，他还特别希望作为收信方的“你们”( 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远东局) 要把反对民众党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写在给台湾共产主义者的信之中。( 3)
翁泽生也特别关注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针对民众党遭禁而特别发表的声明。［55］
在这个阶段，党内斗争更加深刻地镶嵌在批判民众党的脉络中。正如翁泽生所言:虽然台共领
导下的文协和农民组合都应该揭发民众党的假左倾，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台共敢不敢亲自站
出来与民众党一较高下。“台湾共产主义协会( the Formosan Communist Association，这是翁泽生对
台共的称呼) 不应将自己隐藏在这两个组织( 指文协与农民组合) 身后而应树立起其独立的领导
权。假使我们仍然惧于提出自己的口号并公开我们的纲领，群众就不会站到我们身边，而客观上，
我们就是给改良主义者抬轿。”［56］
六、结 语
左翼之间的竞争压力其实是 1920年代东亚各地常见的现象。比方培养了绝大多数台共党员
的中共就曾在建党初期遭遇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竞争，到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诸如“国民党左
派”或“第三党”之类的势力更在中共和蒋介石所构成的两极之间抢占各种中间偏左的位置，形成
了当时中国革命势力的“中间地带”。此外，名义上领导台共的日共本身也始终无法解决左翼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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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被党外力量分享乃至夺取的客观格局。本文所提到的大众党战术及其在日本社会运动内的流行
就是这种格局之反映。因此，台共因为其他左翼而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是台湾特有的格局。在这个
意义上，台共对连温卿派的排斥正如中共建党初期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诀别( 实际上，连温卿派也具
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而台共和民众党之间的对峙更因后者刻意师从国民党左派而宛如中
国激进政治的缩影。
由于左翼间竞争压力作为内因的存在，遂使作为外因的岛外左倾路线以特殊方式影响了台湾
抗日运动。尽管 1929 年日本的“4·16 事件”和岛内的“2·12 事件”让岛内阶级斗争形势陷入低
迷，但无论是已经左倾的组织( 如农民组合、文协、台共) 还是尚未左倾的组织( 如民众党) ，都仍然
因为 1928年国际六大左倾路线所带来的“世界革命”气氛而左倾或更左倾，并在左倾过程中分别
出现被台共实质吸收( 如农民组合) 、形式吸收( 如文协) ，或被台共视为敌人( 如民众党) 的不同态
势。左倾的民众党因为拥有接触群众和宣传主张的合法条件而挑战了台共的左翼运动领导权———
雾社事件证明了这点———并因谢雪红无法率领岛内机关回应民众党的挑战而成为她被批判的理
由。谢雪红的悲剧在于，无论是岛内挑战她的左倾民众党，还是在岛外批评她无法挑战左倾民众党
的反对派，都是国际左倾路线的产儿。然而谢雪红本人也接受左倾路线，否则不能解释她领导的台
共岛内机关为何依照日共中央左倾指示将连温卿从文协驱逐出去。就此而言，解释台共党内斗争
的合理视角乃是将之视为外部的左翼间竞争压力内化到台共内部的后果。尽管谢雪红比批评她的
人更为实际，却绝不能说她始终置身在左倾路线之外。
本文并不否定台共内部的私人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党造成的消极作用。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
或分析方法的提升，这些事情都可能获得证明或否定。但本文更希望说明的是一种难局: 在 1920
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总体左倾状况中，不公开站出来领导群众的台共因为抗日组织的纷纷左倾
而面临领导权危机。就此而言，台共的党内斗争实乃不可避免的宿命。
注释:
［1］如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 前卫出版社，1997年;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
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全新增订版) 》，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 s )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 1924—
1932 гг．) ，Moscow: AST，Vostok－Zapad，2005．
［2］由于公开刊行的谢雪红自传和杨克煌自传从谢雪红的角度重述了台共党内斗争史，就更加强化研究者从微
观方面提出解释的倾向。参见: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 《我的半生记》，台北: 杨翠华，2004 年;
杨克煌著、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北:杨翠华，2005年。
［3］可分见 1928年 1月 15日至 3月 4日分别以日文和汉语在《台湾民报》发表的论文。
［4］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の治安状况( 中卷) ·台湾社会运动史》，
台北: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39年，第 1079－1080 页，以下简称此书为《台湾社会运动史》。本文征引此书的
部分均同时参考了此书的汉译本，即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成的《台湾社会运动史》，台北: 创造出版社，
1989年。以下不再另注。
［5］台湾共产党:《政治大綱草案》( 1928年 4月 15日，日訳版) ，收录于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编:《秘密結社台湾
共産党検挙ノ概要》( 1928年 5月 26日)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産
党関係雑件 /台湾共産党関係。
［6］《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 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 收录在
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3－104，267． 这份档案标注有几个时间戳记，最早的标注为 1928年 6月
底。这份档案关于 1924年为止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的概述，明显抄录自许乃昌在 1924 年以日文呈交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之部分内容，即:许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 1924 年 11 月) ，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
9． Л．39－43． 虽然这份报告还概述了 1927年文协左右分裂后的状况，却丝毫不涉及 1928年 4月组党的台共，
因此这份档案很可能是共产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某些人员在不知台共组党的情况下撰写的分析报告。又由
于这份档案往往以日语发音拼写报告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以及组织名称，因此还可能是日籍人员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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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台湾总督府的判断如下:“在台北左翼青年大众间拥有声望的连温卿，感到在文化协会内部统一与强化以前，
有被民众党夺去指导劳动阶级之地位的危险，便急忙准备统一文化协会指导下的劳动运动。第一阶段的目
标是先投入全岛机械工会的统一工作……”，参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 1264页。
［8］台湾共产党:《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 1928年 4月 15日，日訳版) ，收录于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编:《秘密結
社台湾共産党検挙ノ概要》( 1928年 5月 26 日)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4013185100、日
本共産党関係雑件 /台湾共産党関係。
［9］台共“1928年纲领”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各种福本主义的现象与概念，如“理论斗争”“分离结合”，并特别在
《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论证了连温卿与福本主义的关系。参见台湾共产党: 《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 1928
年 4月 15日，日訳版) 。福本主义的发生首先是为了克服山川均在日本社会运动中提倡的统一战线论( 当时
被称为“山川主义”) 。由于连温卿与山川均来往密切，因此连温卿更常被视为“山川主义者”。虽然台共认
为连温卿也有福本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却往往因为连温卿被赋予的前述形象而被研究者忽视。
［10］自最早的台籍中共党员许乃昌于 1924年前往苏联并将台湾情况报告共产国际，到台共成立前后，连温卿在
共产国际各类内部报告中的形象并不负面。参见:许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 1924年 11月) ，РГАСПИ． Ф．
495． On．128． Д．9． Л．40－43;《第二次方向換轉の意義》( 1927年) ，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86об－87;
《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 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1928 年 6 月)
收录在 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9．
［11］参见:《全岛四十劳动团体代表，于三日会集蓬莱阁，努力统一全岛劳动运动》，《台湾大众时报》1928 年第 8
号，第 6－7页;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第 181－188页。
［12］市川正一:《日本共産党闘争小史》，东京:桐生暁書房，1948年，第 130－142页。
［13］［19］市川正一:《台湾の党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 666 页，第 665－
667页。
［14］［20］［23］［40］［54］《台湾社会运动史》，第 592页，第 1280－1282页，第 1280页，第 671页，第 713－716页。
［15］历来关于“彭荣”真实身份的争论大致有两种推测，一推测为彭湃，二则推测为瞿秋白。但近年在俄罗斯国家
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РГАСРИ) 发现的林木顺报告则明确指出是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台共建党会议。参
见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 1928年 11月 26 日，汉语原文) ，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2－16． 请参阅以下两篇考证论文:王键:《出席台共成立大会中共代表的“彭荣”身份辨析》，《北京社会科
学》2013年第 4期，第 53－64页;陈小冲、周雨琪:《台共成立大会之中共指导者彭荣其人补论》，《台湾研究集
刊》2016年第 5期，第 77－83页。
［16］参见:《台湾共産党成立大会記録》( 1928年 4月 15日，日訳版) ，收录于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编:《秘密结社
台湾共産党検挙ノ概要》( 1928年 5月 26日)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4013185100、日本
共産党関係雑件 /台湾共産党関係。此外，这份日译手抄档案的页面空白处还以日语记下一段笔记:“一种是
中央案，另外的是 A、B案，A是翁［泽生］?”其疑问的语气反映这段话应是抄译本文的日本领事馆人员所记。
［17］着重参见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收录于贝拉库恩编: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 1919—1932) 》第 3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 121－122页。
［18］当时日共中央纠正“两党论”的代表论述可参见: 佐野学: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政治的及び組織的任
務》( 1928) ，收录于山辺健太郎解说:《社会主義運動( 1) 》，东京:みすず書房，1988 年，第 295－303 页; 梅村
英一( 市川正一) :《“階級的大眾的單一政党”とはなにか? ———いわゆる“無產政党”合同運動の根本問
題》，《マルクス主義》1928年第 53号，第 1－28页。
［21］［22］［28］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 1928年 11月 26日) ，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1
－4，Л．7，Л．13．
［24］林先烈( 林木顺) :《台湾に於ける労働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当面の任務》，《マルクス主義》( 东京) 第 55 号，
1929年;林先烈( 林木顺) :《台湾労働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 东京) 第 56
号，1929年。
［25］ 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2． Л．31－46，51－57．
［26］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 1931年 2月 14日) ，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0． Л．79．
［27］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第 95－100页。
［29］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農民問題対策》，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 1088－1098页。
［30］台湾民众党:《台湾民衆党第三次全岛党員大会宣言》( 1929年 10月 17日，日訳版) ，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
史》，第 478－484页。
［31］警视厅特別高等课内鲜高等系:《日本共産党台湾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検挙顛末( 1929．5) 》，山辺健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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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1932) 〉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逸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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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ft－and－Right Differentiation of Taiwan's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he Late 1920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Qiu Shijie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 CPT) from 1928 to 1931 was the symbol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iw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and at the same time，the first political gathering of Marxists in Taiwan． Even though there have man-
y topics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 Communist Party，what the historians in Taiwan focus more on is the
constantly intensified struggle within its Party on the eve of disintegration． Moreover，they simply attribute the struggle to the
result caused by the left political line outside Taiwan，especially the left political line of CPC and its agents in Taiwan．
However，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is the key source of the left political line introduced into the
island，and this line from outside the island not only affects the CPT but also accidentally helps all kinds of anti－Japanese
communities with the left－and－right differentiation that appeared in Taiwan since 1927 favor the left political line． As a re-
sult，it made the CPT engaged in secrete activities feel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the other hand，as the members of the Par-
ty could not form a consistent attitude toward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it induced internal conflicts and buried the internal
cause of its disintegra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 CPT) ，united front，the left deviation political line，competitive pressures
within left groups，Minzhongdang of Taiwan ( Mass Part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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